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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目標導向（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透過知識分享，而知識分享的展現進而提升了創新績效，同時探討個體的心理賦權是否調

節了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的關係。研究資料透過三個不同時間點（T1 部屬評量目標導向

與心理賦權；T2 部屬再評量知識分享；T3 主管評量直屬部屬的創新績效）、不同來源的

配對方式，抽樣來自 36 所國民小學的正式行政組長教師，計有 206 組有效配對資料。本

研究採用階層式迴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學習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關

聯，逃避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關聯。知識分享在學習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心理賦權對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之關聯具有

顯著的調節效果，且在個體具備高心理賦權評估的情況下，此關聯會增強。 

關鍵字：目標導向、知識分享、心理賦權、創新績效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al orientation 

(including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and 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ity;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mber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To enhance the clarity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of the present study,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t two time points. We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formal administration teacher in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by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A total of 206 participants in 36 elementary school returned valid responses for 

further analysi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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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reativity, 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were negative 

associated with creativity. Knowledge sharing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moderating effect was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that was moderated by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was 

strengthen as member’s 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was high. 

Keywords: goal orientation, knowledge sharing,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creativity 

壹、前言 

目標導向理論已日益受到組織的重視，在員工績效的相關文獻中成為研究焦點（蔡啟

通，2011；Hirst, Van Knippenberg & Zhou, 2009；Gong, Kim, Lee & Zhu, 2013）。強調員工

在成就情境中所存在追求目標的差異，因行為過程中，個人設定的目標不同，而採取不同

的策略(Dweck, 1986)。目標導向可分為學習目標導向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表現目標

導向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與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目標

導向與工作績效之間的影響，會因不同的目標導向者，而有不同的績效結果。學習目標導

向對員工工作績效有正面影響 (Button, Mathieu, & Zajac, 1996; Farr, Hofmann, & 

Ringenbach, 1993; Phillips & Gully, 1997; VandeWalle, Brown, Cron, & Slocum, 1999)；趨向

表現目標導向的研究結果就較為分歧，在 Bell and Kozlowski (2002)的研究中發現趨向表現

目標導向與績效間的負向關係，而有些研究發現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績效無顯著相關

(Button et al., 1996; Kozlowski, Gully, Brown, Salas, Smith, & Nason, 2001; VandeWalle et al., 

1999)；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則與績效間成負面影響（陳嵩，2014）。在 Pintrich(2000b)的文

獻回顧中，稱這種三向度目標導向（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逃避表現目標導

向）的研究為修正目標理論(revised goal theory)。處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是組織競爭優

勢的關鍵因子，因此創新績效自然成為組織所關注的重要績效成果（黃家齊、黃荷婷，

2006）。員工的創造力是提供組織創新績效的來源(Amabile, 1996)，個人的目標導向關係到

個人的學習動機及成就態度，因此與創新績效之間應有其關聯性。 

雖然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關係已有研究，但員工的創新績效並不能自動產生，組織

必須建立員工在創新過程中所需要的條件，才能確保員工的創新貢獻 (Cummings & 

Oldham, 1997)。研究顯示目標導向會透過知識分享的歷程影響員工創新績效(Gong, Kim, 

Lee, & Zhu, 2013)，也就是說，目標導向除了因員工本身不同的目標動機外，可能透過組

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進而影響其創新績效。知識分享需要不斷的腦力激盪，達到個人工

作績效的發揮，員工越願意知識分享，則個人創造力越高，藉由知識互動轉換，促使彼此

間相互了解與學習，進而創造出更為有效的知識過程（林鉦棽、王政智，2005）。員工透

過與他人的互動和分享所擴展的知識廣度，或因此而激發的個人創造力，也應都有助於工

作績效的提升。然而，組織成員目標導向特質如何透過知識分享進而影響創新績效，是有



趣但尚未被充分探討的議題，知識分享在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中是否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

色，則需進一步探究得知。 

早期賦權的研究大多在探討管理實務層面所衍生的相關議題，在管理上的實行只是一

種將權力下放的情況，而近期開始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賦權，將賦權的概念化擴大為心理

知覺狀態與認同，並提出心理賦權的概念(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管理者需找出有

效運用人力資源及激勵部屬的途徑，以提高組織的效率，賦權是其中最主要的方法(Conger 

& Kanungo, 1988)。而過去研究顯示，心理賦權可以提升員工內在激勵，進而提高員工對

組織的承諾(Spreitzer, Kizilos, & Nason, 1997; Koberg, Boss, Senjem, & Goodman, 1999)。也

就是說，心理賦權為一種內在激勵，當員工知覺外在酬償不足時，如果組織給予員工較高

的內在酬償，將有助於提升員工對組織的正面態度。心理賦權可以提高內在工作激勵，讓

員工依照自己的理念和標準來判斷工作價值，對自己抱持著有足夠技能來表現良好績效的

信念，並覺得能自主性的倡導和節制行動的選擇，進而影響組織的策略、行政管理和營運

結果，並激勵著員工內在的自我成就(Thomas & Velthouse, 1990)。本研究推測，可能有理

論上（如：有潛在干擾變數存在）、或方法上（如：研究設計的缺失）的理由，導致此一

關係未獲得支持。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延伸既有的理論模式，加入心理賦權做為干

擾變數，以探討員工對心理賦權程度的不同，是否會強化或減緩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關

係。 

貳、論文格式 

一、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 

目標導向理論(goal orientation theory)是個體成就行為與動機最重要的理論架構，它所

關注的焦點並非動機的有無，而是可以解釋個體「為什麼」願意或不願意從事某項行為背

後的原因（程炳林，2003；Elliot & McGregor, 2001；Harackiewicz et al., 2002）。Dweck(1989)

指出在成就情境下，個體的成就動機或成就行為可以透過學習工作的理由或目的來解釋。

因此動機會影響學習者如何獲取、移轉、使用知識與技能，其說明個體在進行工作時所偏

好的解釋取向，將導致學習者採取不同的學習策略，最初的目標向理論包含學習目標導向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與表現目標導向(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兩種自我解讀偏好

(Button et al., 1996; Dweck, 1986)。Pinrich(2000a)稱這二分法的目標導向研究為典型目標理

論(normative goal theory)，學習目標導向的目的在於發展能力，並精熟工作；而表現目標

導向則以展現個人能力或避免讓他人知道自己缺乏能力為目的。Buttton et al. (1996)認為學

習目標導向的個人對於自身能力抱持著可以透過學習而改變的信念，個體具備學習導向將

傾向採取較複雜的學習策略，偏好參與新事物、選擇具挑戰性的任務，期許在工作任務的

過程中，能夠更加熟練，並學習培養新的知識與技能，來提高個人的能力(Bell & Kozlowski, 

2002)。也會積極尋求他人的回饋，作為改善個人能力的參考(Janssen & Van Yperen, 2004)。

相反的，表現目標導向的個人則認為自身的能力是難以改變的，不易藉由學習與觀察而增



進，傾向採取無調適反應模式(maladaptive response pattern)（黃嘉雄，黃櫻美，林淑姬，

2008）。為了能獲得他人對自身能力的正面評價、或避免負面評價，表現目標導向的個人

偏好選擇自己擅長的工作任務(Buttton et al., 1996)，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投入心力，以

期有良好的工作行為(Porath & Bateman, 2006)。抱持表現目標導向者從事工作的個人解讀

重點在於展現個人的優異或者避免別人的否定（程炳林，2002）。學習目標導向者較表現

目標導向者更能採取適應性的學習策略，具有更高的興趣與調整效能，願意精熟、透析學

習材料，對學習任務賦予較高的價值，甚至較願意與同儕交換更多有利資訊(Poortvliet, 

Janssen, Van Yperen & Van de Vliert, 2007)。 

目標導向研究中發現，表現目標導向者既渴望獲得能力上的有利判斷、又渴望迴避不

利的判斷(Dweck & Leggett, 1998)，然而「渴望獲得讚許及證實能力」與「渴望避免非難

及低能力的證實」是不同的目標（陳嵩、陳光偉、林伶瑾、李佩芬，2012），以致於過去

表現導向研究未必會引發負面過程與結果(Meece, Blumenfeld and Hoyle, 1988; Archer, 

1994; Wolter, Yu, & Pintrich, 1996)，也因而出現表現導向研究結果的不一致(Elliot, 1999; 

Elliot & Church, 1997)。這可能是表現目標導向的概念混淆了趨向 (approach)、逃避

(avoidance)兩個動機。Urdan(1997)依據前述定義認為表現目標與學習者認知、情感及行為

上關係不一致的發現或許是因為「展現能力」和「避免被當成無能力」其實是不同的向度。

因為前者採表現焦點，後者持逃避焦點，依據成就動機理論，表現焦點（追求成功）對學

習者的學習歷程和結果有正向的效益，但是逃避焦點（避免失敗）對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和

結果卻有負面的影響（程炳林，2003）。於是表現/逃避焦點概念的加入擴展了目標理論內

涵(Elliot & Church, 1997; Elliot & Harackiewiez, 1996; Middleton & Midgley, 1997)成為三向

度的目標理論：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逃避表現目標導向(Pintrich, 2000b; 

Urdan, 1997; Urdan, Anderman, Anderman, & Roesser, 1998)。Pintrich(2000b)在他的文獻回

顧中，稱這種三向度目標導向（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的研究為修正目標理論(revised goal theory)。學習目標導向者渴望透過取得新技能、精熟

新情境、改善個人的能力來發展自我(Vande Walle, 1997)，偏好選擇困難的工作任務，藉

由學習更多的知識、能力與技巧，以提高個人能力；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則重視個人在工作

上的表現，對於份內工作相當熟悉，偏好從事自己能做好的工作，以獲得他人的高度評價

(Button et al., 1996)，渴望表現個人的能力、並獲取能力上的有利評價；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者渴望迴避他人對其能力不足的看法，傾向迴避負面評價，避免被他人看不起(Vande Walle, 

1997)。此種分類在個體目標導向以及個體創造力的研究中已被使用(Hirst et al., 2009; Hirst, 

Van Knippenberg, Chen, & Sacramento, 2011)，本研究延續採用這種相同類型使之與先前研

究相比較，由此協助達到延伸過去研究至涵蓋更多工作層面關係之目標。 

Amabile(1988)將創新的定義以個人特質、歷程，以及產品面向，作為定義的區分，創

新若被定義為個體展現的特質，通常則以創新績效(creativity)作為探討的名詞。個人創新

績效的產生是團隊與組織創新的起始點，也是組織能否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勝出的關鍵

(Ven de Ven, 1986)。而創新活動是經過個體、群體及組織使用新的知識或相關共識，共同



努力而形成新產品的過程(Holt, 1983)。Amabile(1988)提出創新績效三元素理論認為人員創

新績效的提升需考慮以下三個要素：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意相關技能

(creative-relevant skills)、以及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Scott and Bruce (1994)將組織成員

創新績效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成員認知到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其次，成員尋求認同此

想法的支持者，企圖為此新想法建立支持者的聯盟；最終，成員建立出創新的模式。West 

and Farr (1989)將個人創新績效定義為「將有益的創新予以生產、導入及應用於組織中任

一層次的所有個人行動當中」。West and Anderson (1996)也認為創新不僅是在團隊、組織

或社會中，或是應用新的流程、產品、方法提升全體的利益，而是從更廣義的方向來說，

創新績效包含了員工成長、滿意度增加、團隊向心力、良好的內部溝通、生產力以及其他

經濟性指標的持續提升。Kleysen and Street (2001)將創新績效定義為為了組織的獲利，個

人在想法產生、引進與應用上的各種行動。創新績效為在工作領域中產生的新構想，從想

法產生、推銷與實踐的行為，此行為將有助於個體、群體或組織績效(Scott & Bruce, 1994; 

Janssen, 2003; Zhou & George, 2001; Reuvers, Engen, Vinkenburg, & Wilson‐Evered, 2008)。 

Dweck (1986)指出學習目標導向者會選擇挑戰性的工作且願意承擔風險，面對障礙時

會更加努力，以獲得相關技巧與知識，進而改善績效。也傾向發展新技巧，試圖了解自身

工作及改善工作狀況，以達成精熟為基礎的自我參照標準(Ames, 1992)。Janssen and Yperen 

(2004)綜合許多目標理論觀點，認為學習目標導向者以能力做為調整基礎的理想形式，對

成就的需求及高能力的期待，會使其將工作視為一種挑戰，進而提升在工作上的認知與專

注使表現更為創新，說明了有學習導向的員工會有較多的創新績效表現。。也就是說，學

習目標導向能增強個體尋求他人回饋，遇到困難時也能保持自我效能感，勇於突破不輕言

放棄，並不斷累積經驗，這些都是促成創新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H1-1：學習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具正向影響。 

趨向表現目標導向的個體行為動機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能力比他人好，而創新行為較為

複雜，表現者能否選擇創新行為將會受到其他動機所影響，也因此關於此研究的結果較為

分歧。VandeWalle et al. (1999)研究顯示，組織成員的趨向表現目標導向不會影響其工作努

力程度；Park (1997)研究則顯示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對適應性績效行為具顯著正向影響。但

在 Bell and Kozlowski(2002)研究中顯示，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績效間呈現負向關係。以上

顯示，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關聯需要更多的研究證明。本研究據此提出下列假

設：  

H1-2：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具正向影響。 

與學習目標導向者相反的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者，傾向盡量避免負面及失敗的結果，面

對失敗挫折時較容易退縮，這些特質將可能使其選擇不從事創新行為（黃家齊，黃荷婷，

2006）。也傾向將失敗歸因於能力的缺乏，認為能力不易改變個人特質，將困難任務視為

威脅而非挑戰(Elliot & McGregor, 2001)，不願選擇困難任務，只接受簡單的工作(Dweck & 



Leggett, 1988)，以致於發展無效策略或設定較低的績效目標(Payne, Youngcourt, Beaubien, 

2007)，面對可能失敗時較不願付出努力，也較沒有持續力，並以逃避來保護其自尊(Tuckey, 

Brewer & Williamson, 2002)。依據理論判斷，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者將努力視為徒勞無功，

能力才是成功的關鍵，為了避免顯現自己的缺點，這些行為可能阻礙創新績效的發展。本

研究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H1-3：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具負向影響。 

二、知識分享對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間的中介效果 

知識是一種流動性質的綜合，包括經驗、價值、及資訊所組成的，不只存在文件與儲

存的系統中，也蘊含在日常例行的工作、過程、執行與規範當中(Davenport & Prusak, 

1998)；組織被視為一知識庫，此知識庫中的知識有些是儲藏在手冊、檔案、以及機器設

備等有形之實體上，有些則是在組織成員個人身上（方世杰，2005）。認為知識是資訊的

運用或具有生產力的資訊，需透過經驗、熟悉與學習才能察覺或了解，經客觀分析與主觀

認知所形成的，且與「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資源與知識常是為不同個體所擁有，新知

識的創造往往需仰賴個體間透過彼此的社會網絡與互動，交換所有的資源或知識並加以結

合（黃家齊，林億明，2006）。Polanyi(1966)首先提出知識的內隱性(tacit)，並將知識分為

內隱與外顯兩類。他認為「內隱知識」是屬於個人的，保留在每個人的腦袋裡，與特別情

境有關，同時難以將之文字化與溝通；「外顯知識」則是可以透過形式化與系統化的語言

或文字傳達的知識。Hedlund(1994)也將知識分為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而 Nonaka and 

Takeuchi(1995)所提出的知識螺旋理論(knowledge spiral)也是將知識分為此兩類。Lightner 

and Eastman (2002)則認為，分享是讓他人「知曉」，分享自己的知識給他人，將其傳遞出

去，並與對方共同運用此知識，最大的效益是使整個組織「知曉」此知識。 

Senge(1997)提出「學習觀點下的知識分享」，知識分享是互動的模式，是一種學習。

知識分享表現在一方真正願意幫助另一方嶄新的行動能力，主要目的是藉由知識分享幫助

他人學習的歷程。Sveiby(1997)認為知識分享是部門同事間對彼此的專業知識、技能、經

驗、價值觀、人際網絡與工作流程的了解程度。Hendriks(1999)指出「知識分享是一種溝

通的過程，不像商品可以自由地傳遞，在向他人學習知識時，必須要有重建(reconstruction)

的行為，也必須具備相對的知識才能學得知識、分享知識」。而知識分享其實也是一種知

識移轉(Wijnhoven, 1998)，Dixon(2000)認為，知識移轉是組織成員透過各種工具與程序，

包括知識資料庫、最佳實務研討會、科技、跨功能團隊、電子郵件與群組軟體等來進行知

識分享。Davenport and Prusak(1998)指出當個體需要某一方面的專業建議時，一般會去向

知識擁有者求助，透過知識分享，知識提供者豐富接受者的知識，也保留本身的知識，使

個體獲得更完善的資訊及更佳的決策。Senge(1997)將知識分享定義為協助他人發展有效行

動能力之一切行為活動。員工透過和他人的互動和分享所擴展的知識廣度，因此激發個人

創造力，也有助於工作績效的提升。因此知識分享牽涉到兩個主體：分別是知識擁有者必

須有心或願意以演講、著作、行為或其他方式來溝通知識，以及知識需求者必須能夠以模



仿、傾聽或閱讀等方式來認知、理解這些知識。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可以經由觀察模仿學習來習得知識與技能，當人們認為自己擁

有足夠的知識時，更可能提供有用的資訊給他人。而依據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在人際間交換關係中，提供者並非以眼前可能得到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是預期

接受者會以某種形式當作回饋(Blau, 1964)。因此 Tiwana(2001)詳細地將內隱知識定義為需

要有豐富的溝通媒介，如：人際間的互動，或師徒間的教導，才能傳導達成共識，進而知

識分享，對於突發性、新問題的預測、發現、解決與創新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將本研

究知識分享定義為：員工將本身所擁有的內隱及外顯知識，透過書面、語言或示範等方式

與他人分享，並使其他同事不僅能夠知曉，還能重複使用。 

知識分享是一種動態學習的歷程，知識分享過程依其對象可分為知識擁有者與知識需

求者(王誕生、徐其力，2003)。學習是主動積極建構，選擇、組織有意義的訊息，產生適

當的反應，知識可以經由學習擴展，產生新的知識架構。Hendriks(1999)指出「知識分享

是一種溝通的過程，知識不像商品可以自由地傳遞，向他人學習知識時，必須有重建

(reconstruction)的行為，必須具備相對的知識才能學得知識、分享知識」。Capron(2001)認

為知識分享包含知識是否能有效的被吸收及運用，移轉的知識是否擴散應用到其他領域，

與是否具備改善的能力，而這些效果的因素，包含知識特性與吸收能力、合作結構、學習

意願與信任等。 

依據成就動機論，不同目標導向理論將會有不同的影響結果，學習目標導向者的重點

在增進個人的能力(VandeWalle, 1997)，而知識分享將有助於員工精熟現在的能力、改善個

人的能力來發展自我，因此員工愈傾向學習目標導向，愈可能展現出知識分享的行為；趨

向表現目標導向者渴望證明個人能力、獲得他人的有利評價(VandeWalle, 1997)，因此愈傾

向此目標導向，愈可能展現出知識分享的行為；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者即避免錯誤以及負面

評價的目標，這可能阻礙團隊成員間交換資訊(Gong et al., 2013)。本研究依據上述分析提

出下列假設。 

H2-1：學習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具正向影響。 

H2-2：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具正向影響。 

H2-3：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具負向影響。 

Davenport and Prusak(1998)認為知識分享是一種知識市場概念，買賣知識的雙方有意

願進行交易，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透過知識交換獲得好處及報酬。知識擁有者常希望塑

造出「智者」的形象，他們願意與夥伴分享所擁有的知識，在知識分享時，提供者不但豐

富了接受者的知識，也使本身的知識能持續保有並修正，並獲得好聲譽(李昭蓉，2012)。

知識分享是創新的關鍵 (Ebadi & Utterback, 1984)，創新需要不同資源的投入(Kanter, 

1988)。特別是對於解決複雜問題和開發新產品以及服務的研發團隊來說，定期的、高質



量的資訊交換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可以讓組織成員分享他們的知識，以及過往的經驗，

並且交換及討論點子(Hülsheger, Anderson, & Salgado, 2009)。知識基礎觀點強調知識是一

種能產生優勢的資源(Grant, 1996)，透過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傳遞與分享，將有助於創造力

的提升(Madja, Oldham, & Pratt, 2002; Chen & Lin, 2004)。Beckman(1997)認為知識是人類對

資料及資訊的邏輯推理，可以提升人類的工作、決策、問題解決及學習的績效。 

Tsai and Ghoshal(1998)之研究顯示組織內單位間的資源與知識交換對於產品創新有顯

著影響。組織成員間的互動可說是影響彼此間知識分享及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黃家齊、

許雅婷，2006），知識的傳遞主要是透過人際互動的平台，亦即組織內部成員彼此的人際

互動程度愈高，從群體人際網絡所傳遞出來的知識與資源的交流程度，也會相對的增加，

並藉由知識與資源的獲得，以增進個人知識創新的績效與能力。Amabile(1988)認為創造力

是由專業能力與創意思考能力(creative thinking)所組成的，其中，專業能力是幫助員工從

事創新、思考等創造相關活動的必備條件，除了隨個體不斷學習而增長，也能藉由和他人

互動的過程擴充自我知識的廣度；同時，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也可能因為多元觀點的激

盪和交互作用，而產生新穎的見解，此即為創造力的展現。知識性工作需將廣泛且多元的

知識加以整合及應用，知識工作者透過和他人的互動分享，可以激發其創造力，而進一步

提升工作績效。知識分享可以提升個體創造力，且創造力應用於工作中可以增進工作績效

(Amabile, 1996)。資訊管理文獻表示透過知識以及點子的交換，員工可連結之前未能連結

的知識及點子，或者重新合併之前所聯結之點子，並因此創造新的知識(Kogut & Zander, 

1993; Nahapiet & Ghoshal, 1998)。實證研究表示，資訊以及知識的交換增加了產品創新的

速度(Smith, Collins, & Clark , 2005)。因此，本研究認為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應具有密切關

連性，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將在進一步提升創新績效。依據上述分析提出下列假設。 

H3：知識分享對創新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組織成員之間的知識分享是取得及創造知識的重要途徑(Bunderson & Sutcliffe, 2002a; 

Johnson, Hollenbeck, Humphrey, Ilgen, Jundt, & Meyer, 2006)。與知識分享有關的一個概念

是學習行為，它是指一個持續的思考以及行動的過程，其特點是提出問題、尋求回饋、試

驗、反應結果以及討論錯誤，或者動作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Edmondson, 1999)。對組織而

言，強調創造力的同時，如何透過知識分享使組織內成員有吸收組織內隱知識的機會，其

組織成員的知識分享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因素。知識分享是創新的關鍵(Ebadi & Utterback, 

1984)，創新需要不同資源的投入(Kanter, 1988)，對於解決複雜問題、開發新產品以及服

務的研發團隊來說，定期的、高質量的知識分享是不可少的，因為它可以讓團隊成員分享

他們的知識，以及過往的經驗，並且交換及討論點子(Hülsheger, Anderson, & Salgado, 

2009)。資訊管理文獻表示，透過知識以及點子的交換，員工可連結之前未能連結知識及

點子，或者重新合併之前所聯結之點子，並因此創造新的知識(Kogut & Zander, 1993; 

Nahapiet & Ghoshal, 1998)。實證研究表示，資訊以及知識的交換增加了產品創新的速度

(Smith et al., 2005)。 



在相關的研究中，認為目標導向促進或抑制組織成員知識分享，並進一步的促進個人

創造力(Gong et al., 2013)。學習目標導向者帶著能力發展的共同目標時，組織成員可能尋

求知識以及向他人學習 (Bunderson & Sutcliffe, 2002; Gong & Fan, 2006)。他們同時也可能

與其他組織成員分享自身的知識，因為其他組織成員可提供成為以及增強自己知識及點子

的測試板(Gong et al., 2013)。目標選擇（組織所希望達成的）以及目標奮鬥（組織達成目

標所使用之策略）構成組織推動過程的基礎(Chen & Kanfer, 2006)，組織成員在有助於實

現目標時將會互相溝通和交換資訊(Deshon, Kozlowski, Schmidt, Milner, & Wiechmann, 

2004; Weingart, 1992)。而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者可能顯得不能提升創造力，因為它專注於外

界的評估，而不是在學習，但更深層的思考顯示出它其實可能促進知識分享，便能間接地

加強創新績效(Gong et al., 2013)。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者為取得外界正面評論之目標，將凝

聚並鼓舞組織成員共享工作相關之資訊，並保持專注及達成他們的目標(Chen & Kanfer, 

2006)。一個共享的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可於組織成員間產生成果互相依賴性以及產生正面

共同成果之偏好(Weldon, Jehn, & Pradhan, 1991)。研究表示這樣的目標與合作的品質是正

向相關，但不限於成員間有效的溝通(Weingart, 1992; Weldon et al., 1991)。相對地，對於積

極資訊處理之研究表示對共同成就之偏好，將加強知識分享(De Dreu et al., 2008)。相反

的，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即避免錯誤以及負面評價的集體目標，可能阻礙成員間知識分享。

此目標是避免決策失誤以及被批評而不是積極爭取良好表現，導致了一個避免挑戰或造成

錯誤風險的不確定性傾向，以及取而代之偏好有高成功機率的行為(VandeWalle, 1997)。在

知識交換所涉及的風險中，尋求他人的投入，是對於其形象的風險，因此它可能被視為一

個能力不足的象徵。分享自身的點子也可能帶來風險，因為其潛在的錯誤以及對於這些點

子的負面反應。當成員傾向於避免風險及錯誤時，一種認為分享知識及點子是不被認可的

共識將產生，而知識交換行為將因此減少(Gong et al., 2013)。依據上述分析，本研究將探

討個體經由目標導向並透過知識分享對創新績效之影響。依據論述，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4-1：知識分享會中介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正向關係。 

H4-2：知識分享會中介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正向關係。 

H4-3：知識分享會中介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負向關係。 

三、心理賦權對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間的調節效果 

以管理及社會影響的觀點切入的概念來看，賦權(empowerment)指的是上司如何將權

力下放給部屬的行為(Conger & Kanungo, 1988)，包含組織高層將決策權授予較低層人員，

提升組織成員對資訊和資源的接觸機會；心理認知上的賦權則認為是員工自我效能或自我

意念的增強(McCelland, 1975)，意指藉由給予員工心理與技術上的資源，使其能發現自身

所擁有的權力，增加自我效能的信念(Nielsen, 1986)，強調工作者對賦權的認知，此觀點

為一種內在激勵的概念，權力與控制被視為是一種內在激勵因素，並激勵個體及其預期的

信念(Conger & Kanungo, 1988)。Conger and Kanungo(1988)是最早提出心理賦權的學者，



定義心理賦權為員工自我效能感受增強的過程，並透過權力下放、正式的管理任務與非正

式的內隱知識移交來提升。心理賦權是以個人心理體驗為前提，個體所能感受到被賦權的

程度。Thomas and Velthouse(1990)從知覺觀點對心理賦權的概念提出四個構面，分別為意

義(meaning)、能力(competence)、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影響(impact)。Spreitzer(1995)

指出心理賦權是以工作為基礎的激勵因子，個人在工作環境中所形成的認知，為一種連續

狀態，所以將心理賦權定義為：一種個體的內在動機經驗，建立在個人對其工作角色的認

知，是員工對於領導者賦權行為所感受到賦權程度的心理狀態。而心理賦權可以強化員工

的能力，提高他們對工作的所有感與操控感。 

心理賦權能讓員工感受到激勵思維，能增加個體內在的任務動機，透過個人對任務意

義的評價或認知，使個人能主動，持續地完成目標，其目的在促使其運用本身的能力、產

生對環境的影響力，提高為組織效力之意願(Spreitzer, 1995; Thomas & Velthouse, 1990)。

若員工知覺到意義的存在，便會自覺個人工作目標或目的有存在的價值，相反地，若員工

的心不在工作上，或是工作任務跟自身價值觀有所衝突時，員工就不會知覺到賦權的意義

情境(Thomas & Velthouse, 1990)。根據 Liden, Wayne and Sparrowe(2000)的研究，當員工知

覺到高度的滿意時，他們會覺得工作是有價值的；此外，當員工對個人從事具挑戰及機會

的工作而知覺到工作有意義時，員工能從工作中獲取滿足(Herzberg, Mausner, & Snyderman, 

1959)。反之，若下放權力未被員工重視，反被視為增加員工的工作負擔，將失去賦權的

最初目的，所以要讓員工有被重用的感覺及學習成長的機會。 

對於學習目標導向者而言，增加組織間知識分享使自我有被重用的感覺，並有學習成

長的機會，學習目標導向者的重點在增進個人的能力(VandeWalle, 1997)，而知識分享將有

助於員工精熟現在的能力、改善個人的能力來發展自我。對於高心理賦權的部屬來說，

Conger and Kanungo(1988)認為主管在組織中力行賦權，使員工對於主管賦權行為所感受

到賦權程度的心理狀態，將提升權力或對工作的控制力，並從賦權過程中受到激勵，進而

使學習目標導向者加強與成員間的分享知識。 

再者，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者渴望證明個人能力、獲得他人的有利評價(VandeWalle, 

1997)，當員工感受到主管的賦權，將激發員工對工作的心理賦權知覺，因此趨向表現目

標導向者，愈可能展現出知識分享的行為；因部屬認為自身被賦予有意義的責任，會激起

內在工作動機，進而與他人進行知識分享以達到預期或規定的目標成果。 

雖然，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者可能會為了避免錯誤以及負面評價的目標，而阻礙成員間

知識分享(Gong et al., 2013)，擔心可能因此失去自身競爭優勢不願意分享(Osterloh & Frey, 

2000)。但 Eisenberger et al.( 1986)認為，倘若員工在所屬的社會歷程中得到支持，便可改

善員工與系統相關團體的關係品質。Pieterse(2010)指出，員工的高心理賦權可以激發實際

執行的可能性，使員工採取積極主動作為，員工認為所處系統是關心且支持他們，可以激

盪出更多知識分享的產生，也會比較願意甚至是主動地分享知識給他人。依據上述推論，

本研究提出假說如下： 



H5-1：心理賦權可調節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之間的關聯，當心理賦權高時，將強

化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間正向關係。 

H5-2：心理賦權可調節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之間的關聯，當心理賦權高時，

將強化趨向表現目標導與知識分享的正向關係。 

H5-3：心理賦權可調節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之間的關聯，當心理賦權高時，

將削弱逃避表現目標導與知識分享的負向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與施測 

研究對象以服務於國內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並實際從事行政工作之各處室組

長與主任進行填答。由於研究中所調查的資料須取得主任及各處室組長配對樣本的完整回

收，故採立意取樣法，確定受訪者擁有高度的配合意願，透過國小主管的支持代為聯繫，

說明此問卷調查對於學術界及實務界之重要性，並詢問配合意願後由研究者親自發放，每

份問卷皆檢附問卷調查目的說明，同時保證受訪者所填答的資料獲得絕對保密性，以使受

訪者自願地並放心地參與調查。共發出公立國小學校共 36 所，每校組長 11 份問卷，主任

3 份問卷，每位主任配對 1~4 位組長。 

本問卷採三次發放。為減少因果方向相反的可能性，本研究使用多重來源跨期研究

法，採不同時間點的多重資料蒐集來源與跨期填寫問卷之研究法，先請部屬填寫目標導向

與心理賦權 T1，收回後，依據回收的問卷扣除無效樣本，進行第二次問卷 T2 編碼，商請

各學校聯絡人核對第一次問卷編號及受訪者，二個星期後再發放第二次問卷予受訪者部屬

再填寫知識分享 T2，收回 T2 問卷後，進行問卷 T3 編碼，兩週後再請主管填寫配對部屬

的創新績效 T3，將三份問卷配成一套。為避免主管與員工看見彼此雙方之資料而造成心

結產生、或其他負面效果，及希望部屬以平常心、真心情回答，故以編號配對方式發放並

採用不記名填答，並給予主任信封於填答完後放入彌封。 

第一階段發出問卷 396 份，回收 335 份，問卷回收率為 84.6﹪，扣除填答不完全的

42 份無效樣本後，有效問卷為 293 份；第二階段請第一階段有效填答者填寫第二次問卷，

共發出 293 份，回收 270 份，問卷回收率為 92.1﹪，扣除填答不完全的 26 份無效樣本後，

有效問卷為 244 份；第三階段請第二階段填答為有效問卷受測者之處室主任填寫該名組長

之工作績效，共發出 244 份，回收 222 份，問卷回收率為 90.1﹪，扣除填答不完全的 16

份無效樣本後，有效問卷為 206 份。本研究必須由主管和部屬配對所填寫的問卷資料來做

測量，第三階段有效問卷為 206 份，因此實際有效配對問卷為 20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52.0﹪。 

77 位主任樣本中，多數已婚(94.8%)，又以女性過半，共 43 位(55.8%)，年齡分布以



40～49 歲居多，共 54 位(70.1%)，行政服務年資最久則以 11~15 年，共 30 位(39.0%)。任

職處室以教務處最多，共 30 位(39.0%)，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最多，共 63 位(81.8%)。而

行政工作各處室組長已婚者佔絕大多數(81.6%)，同樣以女性居多，共 130 位(63.1%)，年

齡分布以 40～49 歲為多，共 100 位(48.5%)，未滿 30 歲則計有 8 位(3.9%)。行政服務年資

2~5 年最多，共 56 位(27.2%)。任職處室以生教組最多，共 27 位(13.1%)。教育程度研究

所以上則過半，共 118 位(57.3%)，學校班級總數：25 班以上最多，共 170 位(82.5%)，12

班以下最少，共 7 位(3.4%)。 

二、測量工具 

目標導向：本研究採用 VandeWalle(1997)所發展之目標導向量表，共計 13 個題項，

學習目標導向計五題，例題如「我樂於選擇一個能學到更多的挑戰性任務安排」，此部分

問項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96（在可接受的範圍，DeVellis，2012），χ²/df 值為 1.101、

NFI 值為 .980、GFI 值為 .990、IFI 值為 .998、RMSEA 值為 .022、RMR 值為 .011；趨

向表現目標導向計四題，例題如「我在意我是否能表現得比我的同事好」，此部分問項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11，χ²/df 值為 2.492、NFI 值為 .967、GFI 值為 .989、IFI 值

為 .980、RMSEA 值為 .085、RMR 值為 .018；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計四題，例題如「我會

避免去接受可能使我顯得比較無能的新工作」，此部分問項之 Cronbach’s α係數

為 .794，χ²/df 值為 1.053、NFI 值為 .990、GFI 值為 .995、IFI 值為 .999、RMSEA 值

為 .016、RMR 值為 .016。採用採 Likert 5 分法計分（1 表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衡

量。 

心理賦權：此部份由組織員工自我評量，參考 Spreitzer(1995)提出的心理賦權認知模

型的操作型定義，共 12 個題項，例題如：「我的工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所從事的這

份工作對我來說具有個人意義」、「我自信有能力足以從事工作上的各項活動」。採 Likert 5

分法計分（1 表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衡量，此部分問項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877，

χ²/df 值為 2.804、NFI 值為 .749、GFI 值為 .883、IFI 值為 .999、RMSEA 值為 .822、

RMR 值為 .037。 

知識分享：本研究主要採用的量表是由林鉦棽、蕭淑月、何慧清(2005)所發展出來修

訂編制而成的量表，共 11 個題項，例題如：「同事工作流程和方法不熟時，我願意主動教

導」、「同事討論工作上的問題時，通常我會盡自己的能力提供意見」、「同事向我請教工作

上的問題時，我願意傾囊相授」，採 Likert 5 分法計分（1 表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衡

量，此部分問項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27，χ²/df 值為 2.802、NFI 值為 .689、GFI 值

為 .898、IFI 值為 .775、RMSEA 值為 .094、RMR 值為 .039。 

創新績效：問卷內容擷取 Zhou and George(2001)所發展的創新績效 13 題項量表，例

題包括「這位組長經常能建議完成工作任務的新方法」。題項之衡量亦採 Likert 5 點計分

法（1 表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衡量，此部分問項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73。為了



避免共同方法變異的疑慮，在測量上採取隔離式資料蒐集法（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

2006），此部分請主管在 T3 時，以上評下方式指出組織成員在工作時，產生新奇且有用的

創意、創意的提倡、或工作流程執行創意的個人創新績效，χ²/df 值為 2.639、NFI 值

為 .937、GFI 值為 .888、IFI 值為 .960、RMSEA 值為 .089、RMR 值為 .017。 

控制變項：本研究在個人層次方面控制組長的教育背景、行政年資和學校規模三個變

數，並採用虛擬變數，是為了控制組織多樣化的潛在效果。過去研究指出組織成員的教育

背景、工作年資及組織規模有可能影響其創新績效(Zhou & George, 2001;Ven der Vegt & 

Janssen, 2003; Shalley, Zhou & Oldman, 2004)。教育背景分為師專、師院、一般大學（含師

資班）、研究所或以上（含四十學分班）等共四組。行政年資分為 1 年、2-5 年、6-10 年、

11-15 年、16（含）年以上等五組。學校規模分為三組，小型（12 班以下）、中型（13-24

班）、大型（25 班以上）。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為驗證變項間的區別性，本研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研究統計分析，

了解各變數在不同因子數目下的配適度。並使用相關分析對研究變項間是否存在關聯性進

行初步之驗證，最後利用階層迴歸分析，在原有的解釋變數條件下，檢視並驗證新投入之

變數所產生之影響與解釋力，進而檢定在控制變數條件下，調節變數影響的顯著性。 

肆、統計分析與結果 

一、整體模式衡量分析 

由於研究變項間具概念性相關，在假設驗證前先檢測研究變項之因素結構，進行量測

模式檢驗。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視本研究的六個潛在構念彼此間的因素結構，

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量測模式比較表 

模式 因子 χ² df χ² RMR RMSEA CFI GFI IFI NFI 

Null 

model 
所有題項皆獨立 

1844.8

1 
1127  .067 .056     

Baseline 

Model 
六因子 

1630.6

6 
1112  .048 .038 .886 .757 .888 .716 

Model 1 
四因子 

目標導向合併 

1919.6

6 
1121 289.0 .053 .059 .825 .707 .827 .665 

Model 2 
三因子 

目標導向心理賦權合併 

2183.0

9 
1124 263.4 .059 .068 .768 .662 .770 .619 

Model 3 

二因子 

目標導向心理賦權合併，
知識分享、創新績效合併 

2410.3

8 
1126 227.3 .061 .075 .718 .626 .721 .580 

Model 4 
一因子 

所有六因子合併 

3072.0

5 
1127 661.7 .074 .092 .573 .498 .578 .464 

首先測試六因子模式，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逃避表現目標導向、知識



分享、心理賦權、創新績效(χ2= 1630.66, df= 1112, RMR= 0.048, RMSEA= 0.038, CFI= 0.886, 

GFI= 0.757, IFI= 0.888, NFI=0.716)具有良好效度。本研究除了基準模式，進一步採用五個

替代模式來加以比較，模式 1 為目標導向（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逃避表現

目標導向）合併、心理賦權、知識分享、創新績效的四因子模式(χ2=1919.66, df=1121, RMR= 

0.053, RMSEA= 0.059, CFI = 0.825, GFI= 0.707, IFI= 0.827, NFI=0.665)。模式 2 則為目標導

向、心理賦權合併、知識分享、創新績效的三因子模式(χ2= 2183.09, df=1124, RMR= 0.059, 

RMSEA= 0.068, CFI = 0.768, GFI= 0.662, IFI= 0.770, NFI=0.619)。模式 3 為目標導向、心理

賦權合併，知識分享、創新績效合併的二因子模式(χ2= 2410.38, df=1126, RMR= 0.061 

RMSEA= 0.075, CFI=0.718, GFI=0.626, IFI= 0.721, NFI=0.580)。模式 4 則為所有因子合併

為一因子模式(χ2=3072.05, df=1127, RMR=0.074, RMSEA=0.092, CFI=0.573, GFI=0.498, 

IFI=0.578, NFI=0.464)。 

為測試六因子模式之區別效度，本研究採用六因子模式與其它各因子模式進行對比，

基準模式的六因子模式(χ2= 1630.66, df= 1112, RMR= 0.048, RMSEA= 0.038, CFI= 0.886, 

GFI= 0.757, IFI= 0.888, NFI=0.716)提供最佳的配適度，顯示這六種潛在構念彼此間可相互

區分。隨著因子合併之減少，而 χ2 逐漸增加，可看出六因子模式到一因子模式產生較低

配適度。因此，本研究之區別效度獲證實。 

二、相關分析 

表 2 顯示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分析的結果。觀察變數間零階相關係數發現，

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r=0.301，p<0.01)、創新績效(r=0.235，p<0.01)具顯著正相關。

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r=0.203，p<0.01)、創新績效(r=0.142，p<0.05)具顯著正相

關。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r=-0.182，p<0.01)具顯著負向相關。知識分享與創新績

效(r=0.201，p<0.01)具顯著正向相關。組長教育背景與學習目標導向(r=0.142，<0.05)、趨

向表現目標導向(r=0.173，p<0.05)、創新績效(r=0.140，p<0.05)具顯著正向關係。組長行

政年資與心理賦權(r=0.175，p<0.05)具顯著正向關係。學校規模學習目標導向(r=0.177，

<0.05)、心理賦權(r=0.155，p<0.05)具顯著正向關係。 

表 2 研究變項各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註：1.*表 p<0.05、**表 p<0.01。 2.組長教育背景、行政年資、學校規模為控制變項 



三、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使用層級式迴歸分析模式來檢驗假設。藉由此分析可釐清在已存在的解釋變數

下，新加入的解釋變數對依變數的解釋變異量，藉此檢定透入之新變數對依變數是否為有

效之解釋變數。有關目標導向主效果的假設一檢測，即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

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分別對創新行為的直接因果影響（模式 6、模式 7 以及模式 8）。在假設

二的檢測，即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分別對知識分享的直

接因果影響（模式 1、模式 2 以及模式 3）。模式 5 進行假設三的檢測。關於知識分享為目

標導向與員工創新行為間關係之中介變數的假設四，分別包括自變數同時置入中介變數的

兩個變數層級式迴歸分析模式來檢測（模式 2、模式 4 以及模式 6）等後續驗證，前述結

果列於表 3。如表 3 所示，假設一至四中每一產出變數的驗證結果呈列在各自標示的對應

模式。 

表 3 中介效果迴歸係數分析表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一) 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主效果 

由表 3 模式 6 可知，學習目標導向顯著影響創新績效(β=0.218, p<0.01)，故 H1-1 獲得

支持；模式 7 可知，趨向表現目標導向未顯著影響創新績效(β=0.123, p>0.05)，故 H1-2 不

獲得支持；模式 8 可知，逃避表現目標導向顯著影響創新績效(β=-0.189, p<0.01)，故 H1-3

獲得支持。由表 3 模式 1 可知，學習目標導向顯著影響知識分享(β=0.310, p<0.001)，H2-1

獲得支持；模式 2 可知，趨向表現目標導向顯著影響知識分享(β=0.202, p<0.01)，H2-2 獲

得支持；模式 3 可知，逃避表現目標導向未顯著影響知識分享(β=-0.031, p>0.05)，H2-3 不

獲得支持。由表 3 模式 5 可知，知識分享顯著影響創新績效(β=0.192, p<0.01)，因此，H3

獲得支持。 

(二) 目標導向透過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 

由表 3 模式 6 可知，學習目標導向顯著影響創新績效(β=0.218, p<0.01)；同時，由模



式 1 可知，學習目標導向顯著影響知識分享(β=0.310, p<0.001)；且於表 4 模式 9 可看出，

同時置入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變項後，學習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的迴歸係數從

0.218(p＜0.01)降為 0.175(p＜0.05)，知識分享的預測效果則維持顯著(β=0.141, p<0.05)。由

此可以判斷知識分享對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具部分中介效果獲得支持。因此，H4-1：

知識分享對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具中介效果成立。由模式 7 可知，趨向表現目標導向

與創新績效的預測效果(β=0.123, p≧0.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H4-2：知識分享對趨向表

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之中介效果不成立。由模式 3 可知，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

的預測效果(β=-0.031, p≧0.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H4-3：知識分享對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與創新績效之中介效果不成立。 

 (三) 心理賦權的調節效果 

表 4 模式 4 顯示，交互作用(學習目標導向*心理賦權)呈顯著(β=0.157, p<0.05)，R2 為

25.8%，心理賦權在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間具有顯著調節效果，因此 H5-1 獲得支持。

同樣的，表 4 模式 7 顯示，交互作用(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心理賦權)呈顯著(β=0.152, 

p<0.05)，R2 為 23.8%，心理賦權在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間具有顯著調節效果，

因此 H5-2 獲得支持。而由表 4 模式 10 可知，心理賦權對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不

具有顯著調節關係(β=0.040,  p≧0.05)，表示 H5-3 不獲得支持。為了更進一步確認心理賦

權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檢視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分別與知識分享預測關係的

斜率。散布圖不是以個人評量所得出之調節變項的構面平均分數左右各一個標準差來描述

(Aiken & West, 1991)，而是以高於和低於構面的平均分數分組來描述。 

表 4 階層迴歸分析表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圖 2 為心理賦權對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調節作用，斜率(beta)在高、低兩種心



理賦權群組皆為顯著正向，預測方向之於高心理賦權群組具有較大值，對應在低心理賦權

群組具有較小值，顯示知識分享所對應交互項(學習目標導向*心理賦權)成顯著正向，此

與 H5-1 一致，此正說明在高心理賦權時，學習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具有較高的關係。然

而，高心理賦權的組織成員，學習目標導向對知識分享的影響力顯然高於低心理賦權的組

織成員。 

 
 

圖 2 心理賦權對學習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調

節作用圖 

圖 3 心理賦權對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

的調節作用圖 

圖 3 為心理賦權對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調節作用。斜率(beta)在低心理賦

權群組為顯著負向，在高心理賦權群組為顯著正向，預測方向之於高心理賦權群組具有較

大值，對應在低心理賦權群組具有較小值，顯示知識分享所對應交互項(趨向表現目標導

向*心理賦權)成顯著正向，此與 H5-2 一致，此正說明在高心理賦權時，趨向表現目標導

向對知識分享具有較高的關係。 

伍、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關聯；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與創

新績效有顯著的負向關聯；而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影響並不明顯，此研究結果

與過去目標導向與績效關聯性研究的結果頗為一致(Button et al., 1996; Bell & Kozlowski, 

2002; Philips & Gully, 1997; VandeWalle et al., 1999)，證實了不同的目標導向，將影響組織

成員的創新績效。學習目標導向的人偏好採取較複雜的學習，傾向參與新事物及挑戰性的

任務，認為在工作任務的過程中，能夠更加熟練技能，並藉由創新績效來提高個人能力。

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者為避免被他人看不起(VandeWalle, 1997)，傾向迴避負面評價，而只願

意接受較簡單的工作，將困難的任務視為威脅而非挑戰，故阻礙了創新績效的發展。而本



研究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結果不成立，可能因為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者是為了表

現自己的能力比他人好，而創新績效較為複雜，表現者能否有創新績效將受到其他動機所

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皆有顯著的正向關聯，

驗證了學習目標導向與趨向表現目標導向的人會提升他們知識分享，而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與知識分享則未有顯著的負向關係。過去在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研究並不多(Gong et al., 

2013)，大多研究焦點放在目標導向與自我效能的關聯性（黃家齊、黃荷婷，2006）。本研

究檢驗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關聯，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學習目標導向者以學習為提升

自我能力的方式，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能有助於精熟現在的能力；而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者

雖然因為專注於外界的評估，而不是在學習，但更深層的思考顯示出其促進知識分享，證

明個人能力並獲得他人有利評價。研究結果證明，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關聯，

也驗證了知識分享是創新績效的前因，創新績效需要不同資源的投入，若能定期的知識分

享，使成員分享他們的知識、技能與經驗，將有助於創新績效的提升(Chen & Lin, 2004)，

對於解決複雜問題或需有創新績效的組織來說，可提供成員知識分享的環境。研究結果驗

證了知識分享會中介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正向關係，知識分享在學習目標導向與創

新績效有部分中介效果。這代表了學習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間的關聯，可以透過知識分享

來影響。學習目標導向者帶著能力發展的目標時，會尋求知識解答以及向他人學習(Gong & 

Fan, 2006)，在與他人學習過程中所激盪出的點子，將有助於創新績效的產生。 

本研究發現，心理賦權在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調節效果中，對學習目標導向、趨向

表現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而在過去研究中，心理賦權常與轉型領

導、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做為研究探討，卻鮮少與目標導向、知識分享做分析，本研

究加入心理賦權做為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調節變項，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從圖 1 與圖

2 可以看出，當員工知覺高心理賦權時，將會強化學習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與知

識分享的關係。也就是說，當組織成員知覺高心理賦權時，愈是學習目標導向與趨向表現

目標導向的人，將會更願意與他人分享知識。心理賦權能讓員工感受到激勵思維，增加個

體內在的任務動機，使個人能主動持續地完成目標(Spreitzer, 1995)，當員工知覺到意義的

存在，便會自覺個人工作目標或目的有存在的價值。學習目標導向的組織成員，偏好學習

與具挑戰性的任務，再加上感受的主管的賦權，覺得自己被重用，而希望能更加熟練技能

與經驗，會提升與他人知識分享；而趨向表現目標導向的組織成員，雖然認為自身的能力

難以改變，不易藉由學習與觀察而增進，但為了獲得他人對自身能力的正面評價、或避免

負面評價，再加上知覺高心理賦權，表現獲得好的回饋與肯定，為了能持續有更好的表現，

將會在能力所及的範圍投入心力，與他人進行知識分享。 

二、管理意涵 

在講求提升創新績效的組織中，組織成員是最基本的工作單位，究竟具備何種特質或

能力的員工，才能提升其創新績效？組織又可使用何種方式提升員工的創新績效?本研究



從理論與實務的角度出發，著眼於組織中成員的目標導向，藉由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的搭

配，來探討上述問題的答案。本研究探討組織成員的目標導向、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之關

聯，並以心理賦權做為調節變項，以下針對研究結果提供組織在實務上的具體建議： 

(一) 組織成員目標導向的塑造與組織成員的選用 

不同目標導向的員工因動機與需求不同，對於工作所努力的程度也因此不同。本研究

亦證實了行政組長教師的目標導向將會影響其創新績效的產生，學習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

有顯著正向影響，而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則對創新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故組織可提供員工

課程進修，提升成員對工作知識與技能的了解，一直對人才培育不遺餘力的上銀科技董事

長卓永財：「培養人才不再只是學校的任務，企業也有責任，這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攸

關經濟發展！」。經由加強學習的過程中改變目標導向，進而提升其創新績效；另組織也

可在甄選員工時利用測量工具，讓學習目標導向的成員安排在較需有創新思考與績效的職

務上發揮其專長，逃避表現目標導向的員工安排在事務性的工作。 

(二) 營造組織成員知識分享的環境 

研究發現，學習目標導向的組織成員會透過知識分享顯著正向影響創新績效。學習目

標導向的成員傾向學習新技能與具挑戰的任務，組織若能為相同目標導向的成員安排一個

可信任的學習與知識分享環境，如：學習共同體、讀書會等，使其能對工作上的知識、技

巧與經驗充分討論與激盪，將有助於對創新績效的提升。過去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者大多為

資深且經驗豐富，對於行政業務熟悉，雖能將各項行政事務處理完善，卻可能沒有創新的

想法，總是用一成不變的方式在應對。而現在教學品質要求多元化，使孩子能適性發展，

為了能達到上級長官及家長們的需求，行政單位必須絞盡腦汁發展出各項創新活動，將行

政流程與學校活動呈現嶄新又有效率的一面，並帶領學校老師有更新穎的教學，也因此行

政教師的創新績效將會為學校帶來不同的面貌。從研究得知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屬於正相

關係，顯示在行政教師中的知識分享愈高所表現出的創新績效也愈高。這表示教師間若能

相互合作與分享知識，或學校能營造促進教師知識分享的環境與氣氛，培養教師知識分享

的習慣，使其能提升自我知識與能力。開放的組織氣氛是激發同仁創意的關鍵之一，組織

若能鼓勵同仁主動擔任主講者，分享新知識，將可提升成員的創新績效。吳秉恩(2008)指

出，「把公司比成一艘帆船，管理是帆，領導是風。」一個擁有豐富創新能量的企業，主

管必定帶頭學習，鼓勵員工創新，容許犯錯，這將為組織帶來更好的成績。 

(三) 心理賦權的提升 

主管與組織成員的關係是互惠的，主管若能以尊重、信任、情誼作為與組織成員的對

價交易，重視其心理感受，將會提升心理賦權的程度。因此建議組織可多給予員工自信，

使其有足夠能力去執行活動上的技能；並有機會自己做決定，使其了解自己對組織的影響

力，更清楚知道工作對自身的意義，以及對工作的目標或目的所存在的價值感受。組織成

員有了心理賦權，將為組織帶來極大的效益，因此主管可以透過與員工間的良好溝通與關



懷，使其感受到尊重，進而發揮其功能。學校校長與主任也可將權力下放，讓組長在承辦

活動時能獨當一面，給予組長肯定與支持，為了有更好的表現與績效時，組長將會尋求各

種成功的方式，也為了能順利推動業務，而去分享自己的知識，故行政工作就像是學校的

領頭羊，若能有好的組織氣氛與默契，將會為學校帶來好的評價。創新管理的趨勢是賦權

員工，讓員工主動參與創造組織文化。美商惠悅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魏美蓉(2008)認為組

織應該保持開放的文化，不分層級，讓優秀的同仁參與決策過程和形塑組織文化，「讓他

們擁有認同，而不是只有任務。」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研究針對台灣地區公立小學的主任與組長採用配對方式進行問卷測量，在發放過程中

力求樣本的多樣性，選擇了不同縣市、不同規模的學校，但仍會產生抽樣誤差。此方法可

能會造成樣本在某些特性較為類似，或無法接觸到其他潛在樣本，因此本研究結果不一定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組織成員。本研究所有變項皆採用具有良好信、效度之成熟問卷，但因

測量對象不同，擔心因果關係上的推論可能較為薄弱，而將自變項、調節變項與依變項的

量測時間段設為間隔兩週，相較於大部分實地研究法大多採用橫斷面法，本研究所運用的

跨期研究法較能補強因果關係的推論。 

此外，本研究針對組織成員的目標導向、心理賦權、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的量測，則

從兩個不同的來源（由組長與主任分別評量），以消除潛在單一來源偏誤(same source bias)

的關注，此種運作試圖規避共同方法變異的產生。在問卷編排方面採用題項意義藏匿法請

填答者作答，並在問卷說明此強調匿名、完全保密，亦提供可彌封的小信封，填答過程具

隱密性亦能降低填答者的戒心。但除了創新績效是由主任評所屬組長外，其他變項均由組

長自評，因此，變項間的關係可能因相同方法變異而膨脹。而本研究在不同時間點分格量

測具有因果關係的變項，應有助於相同方法變異所產生偏誤的降低(Podsakoff et al., 2003)。 

在目標導向與創新績效的理論架構下，本研究採用多重資料來源跨期研究法，希望能

有較客觀的測量。從小學教育人員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創新績效，且放入知識分享做為主效

果的中介變項，並以心理賦權來做為調節目標導向與知識分享的變項，擴充了以往的研

究。不過，本研究只是個開端，許多議題能有待深入探討，包括：1、主管對直屬員工的

關係確定是否有共同想法？或只是一般性社會認知，所形成一致性的關係認定？2、目前

此理論只在台灣地區公立國小進行研究，且研究對象大多為大型學校，希望未來研究能平

均大、中、小型學校，了解不同類型學校所帶來的變化與影響。3、除了學校外，也希望

將此研究放在不同職場、不同領域，了解目標導向對創新績效理論架構中，知識分享與心

理賦權是否也同樣的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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